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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的利他行为是存在且普遍的， 对提高效用具有显著作用。 研究利他行为不仅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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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把 “理性人” 作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 但人们的利他行为是存在且普遍的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７４［１］， １９７６［２］； 杨春学， ２００１［３］）①。 而且利他行为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效用 （Ｌｉｇｏｎ 和

Ｓｃｈｅ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２） ［５］， 对减少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 利他行为研究涉

及保险契约的设计、 财富再分配等重要问题，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还能够帮助预测政策效果， 对政

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现实似乎与经济学 “理性人” 的基本前提相悖， 这引起了广泛的经济学研究兴趣。 经济学中并

没有严格定义利他行为， 大体可以理解为个体将一定的资金、 实物或者服务捐助给需要帮助的对象的

行为， 与亲社会行为的内涵基本一致， 具体分析对象包括自愿献血、 志愿活动、 见义勇为、 慈善捐

款、 公共物品和非盈利组织等等利他现象。 贝克尔关于家庭中利他行为的分析对利他行为研究做出了

开创性贡献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７４［１］， １９７６［２］， １９８１［６］）， 这之后经济学界有关利他行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

发展。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中期， 经济学关于利他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出不同的利他动

机或利他效用函数， 讨论各种动机是否会导致搭便车行为。 实证方面， 早期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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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比如探讨税率变化的影响①和政府支出对私人捐助的挤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利他行为

成为博弈论、 行为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财政学等越来越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象。
近年来， 有关利他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一些拓展。 早期理论研究假设互动

的行为是简单的， 主要讨论的是几个人或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 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的出现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７］打破了简单模型的局限， 发现许多新的结果， 并部分推翻了已有研究的结

论， 对利他行为的理解又有所进步。 比如每个人关心他人的社会效用等同于关心他人的私人效用这一

论断在复杂社会网络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 再分配政策的中立性不是普遍的而是依赖转移支付网络的

连通性 （事实上连通的转移支付网络是罕见的）。 实证研究方面， 学者们已经在慈善捐赠、 公共品提

供、 社会规范、 利他行为人等方面对利他行为做了大量分析， 发现了经济激励是否会有效促进人们采

取利他行为的正反两方面证据 （Ｂｏｗｌｅｓ 和 Ｐｏｌａｎíａ － Ｒｅｙｅｓ， ２０１２［８］； Ｈｏｌｍå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９］； Ｌａｚｅ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０］）， 并提供了新解释， 有助于深入认识涉及利他行为的公共政策理论机制和福利内涵。
在利他行为的动机研究方面， 不同于传统利用调查数据的方法， 行为经济学者采用实验方法， 直接利

用被试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网络来探讨人们利他行为的动机， 区分普遍利他动机、 针对特定人群的定

向利他动机和未来互惠动机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１１］。
基于已有关于利他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综述 （叶航等， ２００５［１２］； 黄少安和韦倩， ２００８［１３］； 杨春

学， ２００１［３］； 何国卿等， ２０１６［１４］； 李树和卿烈蓉， ２０１６［１５］ ），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介绍利他

行为的经济学研究以及有关利他行为动机的最新研究进展， 以弥补现有综述多集中在对效用函数设

定、 利他动机讨论上的缺失。 后文内容安排为： 第二部分介绍利他行为动机研究； 第三部分叙述利他

行为的经济学理论研究； 第四部分梳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实证研究； 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展望。

二　 利他行为动机的研究

利他动机是利他行为的基石， 只有了解人们行为的动机才能分析行为的影响和决定因素等， 帮助

政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政策。 比如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 发现在能够提高总福利的情况下互惠机制

才是存在的， 这表明利用社交关系来鼓励贷款和保险的政策 （例如小额信贷） 在具有强互惠性的群

体中可能是最有效的。 本部分先概述利他行为的动机， 再重点介绍行为经济学中利他行为动机的研究

方法和成果。
（一） 利他行为动机

Ｓｃｈｏｋｋａｅｒｔ （２００６） ［１６］在 《赠予、 利他主义和互惠经济学手册》 中总结利他行为动机主要分为自

利、 互惠、 规范和原则、 纯粹的利他 ／同情动机四类。
１． 自利动机。 自利动机有物质利益和社会声望两方面。 物质利益动机是指人们赠予别人金钱或

为别人付出辛勤努力是为了直接从中获益。 比如志愿者参与一些社会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的表现攸关

志愿者的个人利益， 或者志愿者是为了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 富人对穷人的善意可能仅仅来源于自私

的考量———穷人太穷可能会偷窃自己的财物或者影响社区治安从而直接威胁自身的利益。 社会声望动

机是指赠予或者志愿活动可能会增加一个人的社会声望。 赠予行为还可能是收入和慷慨的信号

（Ｂｒａｃｈａ 和 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 ２０１７） ［１７］。 如果人们是为了获得社会声望而赠予， 那么人们会希望别人知道谁

是赠予者 （Ｆｉｌｉｚ － Ｏｚｂａｙ 和 Ｏｚｂａｙ， ２０１３） ［１８］， 所以慈善机构的报告可能有助于识别社会声望动机的重

要性 （Ｈａｒｂａｕｇｈ， １９９８） ［１９］。
２． 互惠。 利他行为可能是自利个体在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均衡。 互惠动机和自利动机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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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在互惠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会获得收益， 而他人获得收益是自己继续参与的必要条件， 所以自

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是一致的。 而研究难点在于区分互惠动机和重复博弈下的利己动机，
因为在两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和结果都是相同的———个人采取利他行动， 所有人都受益。

３． 规范和原则。 人们采取利他行为可能是因为想遵守个人原则或社会规范 （这些原则或规范规

定了在特定情况下的利他行为）。 当人们出于个人原则采取利他行为时不会要求接受者回报或者希望

别人知道。 但当规范是外部的， 人们的利他行为可能是为了避免受到指责或获得社会认可。 Ｌｉ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２０］、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 ＤｅｌｌａＶｉｇ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１］ 支持了这一观点， 发现社交压力和

基于激励的动机可以促进人们采取利他行为。
４． 纯粹的利他 ／同情动机。 纯粹的利他动机应当是对他人处境的真正关心。 经济学常用相互依赖

的效用函数刻画纯粹的利他或者说同情动机， 即受助人的效用直接进入了捐助人的效用函数。
显然， 人们的利他动机是复杂的， 可能多个动机共同导致了人们的利他行为。 许多研究试图衡量

各种动机的相对重要性， 下文将介绍这些研究。
（二） 行为经济学中利他行为动机的研究方法

行为经济学者采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利他行为的动机， 尤其是直接利用被试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网

络， 而非传统利用调查数据的研究方法， 用被试在实验中的金钱分享水平反映利他行为。 行为经济学

对利他动机的研究使得后续研究能够区分普遍利他动机、 针对特定人群的定向利他动机和未来互惠动

机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１１］。 然而被试在人群中具有代表性吗？ 是否会因为人们有选择地来参加实验

而高估利他行为的结果呢？ Ｃｌｅａｖ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２２］ 发现被试的利他偏好和风险偏好在人口中具有代

表性。 Ｆａｌ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２３］ 发现表现出较强利他倾向的学生没有更大的倾向参与实验， 表明利他的

学生自选择地参与实验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其还比较了从普通人群中招募的被试和从学生中招募的

被试的行为， 发现两组被试的行为模式相似， 但从普通人群中招募的被试的回报显著较高， 这表明学

生样本的结果可以被视为利他行为估计的下限。
在实验方法上， 探讨人们利他行为动机的实验包括最后通牒博弈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 Ｇａｍｅ）、 独裁者博

弈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 Ｇａｍｅ）、 信任博弈 （Ｔｒｕｓｔ Ｇａｍｅ）、 礼物交换博弈 （Ｇｉｆ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Ｇａｍｅ） 和公共物品博弈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Ｇａｍｅ） 等。 Ｌｅｖｉｔｔ 和 Ｌｉｓｔ （２００７） ［２４］ 对每个博弈的基本情况、 典型发现和能够检验什么

利他偏好进行了综述。 最后通牒博弈是一个两阶段博弈， 一个提议者和一个回应者针对一笔金钱讨价

还价。 在第一阶段提议者提出一个分配方案， 在第二阶段回应者决定接受还是拒绝。 如果接受， 则每

个玩家根据第一阶段提议者提出的方案分配这笔金钱； 如果拒绝， 每个玩家将一无所获。 最后通牒博

弈可以用来考察提议者和回应者对公平的偏好。 独裁者博弈是最后通牒博弈的变式———回应者没有权

利拒绝， 直接按提议者的方案分配这笔金钱。 独裁者博弈可以用来考察提议者对利他和公平的偏好。
信任博弈是一个连续囚徒困境博弈， 其中先动者决定将多少钱转移给次动者， 所有转移的钱都乘以一

个大于 １ 的系数 ｆ， 然后次动者决定向先动者返还多少钱。 也就是说， 次动者是独裁者， 他从先动者

那里获得了禀赋。 信任博弈可以用来考察次动者是否是可信任和互惠的， 先动者是否愿意信任他人、
愿意相信他人是互惠的。 礼物交换博弈与信任博弈类似， 但先动者转移的资金 （通常称为 “工资”）
并未乘以一个系数， 而是一个固定数额的资金。 先动者对次动者的要求是他的努力水平， 以回报给他

的 “工资”。 然后， 次动者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 努力水平会给次动者造成损失但会增加先动者的收

益。 礼物交换博弈同样可以用来考察次动者是否是可信任和互惠的， 先动者是否愿意信任他人、 愿意

相信他人是互惠的。 公共物品博弈是一个推广的囚徒困境博弈， ｎ 个小组成员同时决定在公共物品上

投资多少钱。 回报函数为 Ｐ ｉ ＝ ｅ － ｇｉ ＋ β∑
ｎ

ｇ ｊ， 其中 ｅ 表示初始禀赋； ｇｉ 是被试 ｉ 投资在小组帐户中的

额度； β 是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
ｎ

ｇ ｊ 是 ｎ 个小组成员对公共物品的贡献之和； 通过设定 ０ ＜ β ＜ １ ＜

ｎβ 的实验条件产生了囚徒困境的博弈环境。 公共物品博弈可以用来考察玩家对利他和公平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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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研究利他动机最常使用的是 “独裁者博弈” （Ｃａｍｅｒｅｒ， ２００３） ［２５］， 独裁者单方面决定将一

定数额的金钱在自己和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 另一方通常是匿名的。 独裁者的分配决策可以揭示他的

利他偏好。 行为经济学家在这种匿名环境中发现了 “涉他偏好” （Ｏｔｈｅｒ －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信

任和互惠的证据 （Ｃａｒｔｅｒ 和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２０１１） ［２６］。 但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选择与他人分享时双方往往都

不是匿名的， 并且常常会自主选择分享对象。 因此， 行为经济学者通常对实验的匿名设计有所改变。
（三） 利他行为动机的新发现

学者对利他行为动机的讨论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区分针对朋友、 亲属等的定向利他和互惠动

机； 二是研究温情效应 （Ｗａｒｍ － Ｇｌｏｗ）， 即利他行为人从捐赠行为本身获得满足， 而不是从获赠人的

效用获得满足。
１． 定向利他和互惠动机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招募哈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社交网络的实验。 这一研究

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将被试与其现实世界的朋友进行匹配， 而先前的研究很少考虑被试

之间的长期关系， 因此可能使实验结果高估了利他行为。 其将利他动机分为三个部分： （１） 基线利

他动机 （即普遍的利他， 即便是对陌生人）； （２） 利于特定人群 （如朋友） 的定向利他动机； （３）
预期未来会与受惠者有互动。 具体地，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首先直接测量了被试的社交网络———要

求每个被试列出他们的社交密友、 普通朋友和陌生人， 然后让被试为这三类人发放金钱， 并在实验过

程中调整金钱接收方是匿名还是实名以衡量未来互动预期的影响。 研究发现， 相对于随机的陌生人，
给特定人群的赠予显著高 ５２％ ， 预期未来会与受惠者互动动机导致的赠予显著高 ２４％ 。 由此表明，
定向利他动机的影响是预期未来互动动机的两倍， 而未来互动通过重复博弈的机制影响赠予行为。

前文提到， 由于人们倾向于与利他的朋友互动， 因此很难区分利他动机和互惠动机。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基于现实世界的社交网络设计实验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实验中可以有选择地关闭互惠机

制， 从而能够测量利他动机和互惠动机的相对重要性。 在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的基础上， Ｌｉｇｏｎ 和

Ｓｃｈｅ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２） ［５］研究了四种不同的动机： 基线利他动机、 定向利他动机、 避免受到社会制裁的动

机、 与受益人身份 （比如债主、 村长等） 有关的动机。 具体地， 其在巴拉圭的一个村庄随机选择一

些村民构成实验组， 然后提供给他们一些金钱， 实验组的人有机会将部分或全部金钱投入到期望收益

很高的投资中， 但必须是以村里其他人的名义进行投资。 从被试做出的决策和实验条件的差异 （独
裁者的身份和行为是否是公开的、 接收者是随机选择的还是由独裁者选择的）， Ｌｉｇｏｎ 和 Ｓｃｈｅ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２） ［５］可以衡量不同动机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 村民普遍有较高的分享水平， 而个体差异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避免受到社会制裁的动机和与受益人身份有关的动机影响。
２． 温情效应

温情效应 （Ｗａｒｍ － Ｇｌｏｗ） 的意思是利他行为人从捐赠行为本身获得满足， 而不是从获赠人的效

用获得满足。 一个纯粹利他者的唯一动机应是从慈善机构获得的总捐赠水平中获得效用， 自己捐赠的

效用来自于它增加了总捐赠水平， 自己和他人的捐赠是完美替代品。 如果人们都是纯粹的利他者， 那

么用于提高慈善机构收入的税收每提高 １ 元， 捐助者的捐赠会减少 １ 元， 而慈善机构的总收入不变。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１９８８） ［２７］提出， 除了从慈善机构的总收入中获得效用之外， 捐赠者还从捐赠行为中获得效

用， 即温情效应。 那么， 利他者不将自己和他人的捐赠视为完美替代品， 税收筹集的慈善收入每增加

１ 元， 有温情效应的利他者的捐赠减少会少于 １ 元， 因此慈善机构的总收入增加。 大多数研究认为温

情效应是存在的 （Ｅｃｋ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２８］； Ｇｒｏ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２９］；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 ２０１４［３０］ ）。 Ｏｔｔｏｎｉ － Ｗｉｌ⁃
ｈｅｌ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３１］在这支文献的基础上证明了， 对一个不纯粹利他者而言， 当慈善捐赠的总水平

增加时， 慈善总水平的边际效用会减少， 他的动机会从纯粹利他转向温情效应， 而这种转变会降低挤

出效应。 因此， 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慈善捐赠总水平。 也就是说， 与先前的研究通常在某个固定的

慈善捐赠水平上研究温情效应不同， Ｏｔｔｏｎｉ －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３１］ 发现温情效应动机与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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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水平密切相关。

三　 利他行为的理论研究

（一） 利他行为的早期理论研究

早期文献大多假设利他行为是单边的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７４［１］； Ｌｉｎｄｂｅｃｋ 和 Ｎｙｂｅｒｇ， ２００６［３２］；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２０１１［３３］）， 也就是转移支付来自于利他行为人， 流向非利他行为人， 所以会有搭便车效应。 在现有的

双边利他行为模型中， 通常假设只有一个行为人可以做出决策 （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 和 Ｗｏｌｆｆ， ２００６） ［３４］， 或者

模型中不存在风险。 Ａｌｇｅｒ 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 （２０１０） ［３５］ 第一次将同情效应、 搭便车效应和风险同时纳入模

型， 虽然模型中的行为人只有两个。
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数文献通常没有认识到家庭联系构成了复杂网络， 而是假设互动行为是简单

的。 现有模型要么是几个完全关联的人的静态互动模型 （Ａｌｇｅｒ 和 Ｗｅｉｂｕｌｌ， ２０１０） ［３５］， 要么是没有关

联的家庭的动态模型 （Ａｌｔｉｇ 和 Ｄａｖｉｓ， １９９２） ［３６］。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 和 Ｂａｇｗｅｌｌ （１９８８） ［３７］、 Ｌａｉｔｎｅｒ （１９９１） ［３８］

已经认识到家庭联系构成了复杂网络， 但是二者侧重于探讨公共政策的中立性。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介

绍引入复杂网络后的利他行为理论研究新进展。
（二） 考虑复杂网络后的利他行为理论研究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７］尝试在复杂和多边的社会网络中讨论利他行为， 得到与已有研究 （Ｂｅｃ⁃
ｋｅｒ， １９７４［１］；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 和 Ｂａｇｗｅｌｌ， １９８８［３７］） 不同的结论。 其假设人们处在一个固定的、 非动态的网

络中， 且关心邻居的福利， 每个人的社会效用是自己的私人效用、 他人的私人效用和他人的社会效用

的总和， 人们可以向他人提供转移支付。 研究发现， 网络中的转移支付和人们的消费有复杂的方式，
均衡下的个人转移支付可能受到离他很远的人的影响。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７］ 解出转移支付的纳什

均衡， 证明该均衡存在且唯一， 并最大化了社会计划者的效用函数。 其还描述了转移支付网络的几何

结构： 转移支付网络不包含有向循环， 并且通常不包含任何循环， 即转移支付网络是由不连通的森林

式网络组成的。 此外， 转移支付必须通过利他网络中的最近路径流动。 人们可以利用观察到的转移支

付推测利他网络结构， 甚至无需知道私人效用函数的形式， 因为转移支付总会沿着最经济的路径

进行。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７］研究结果的主要启示有： （１） 对某个个体的正向收入冲击会惠及所有人，

处在转移支付网络某个组分①的人会一致行动， 如同他们的收入是蓄在一个收入池中。 当且仅当小额

的再分配不在组分之间而在组分内部成员间发生时， 再分配才是中性的。 组分内的小额再分配不会使

组分内成员的消费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收入的变化被个体之间的转移支付所抵消。 当且仅当个人所在

组分的总收入增加时， 个人的消费才会增加， 即便自己的收入减少。 那么如果转移支付网络是连通

的， 任何小的再分配都是中性的。 但实际上连通的转移支付网络很罕见， 所以再分配政策通常不是中

性的。 因此， 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可能会加剧消费不平等， 比如有两个独立的社区且二者的收入差异很

大， 那么从贫穷社区的富人向富裕社区的穷人的再分配会加剧消费不平等。 （２）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变得更加利他时， 前者倾向于给后者更多的转移支付而减少自己的消费， 这也降低了通过转移支付

网络间接与转出方连接的人的消费， 而间接与接收方连接的人会获益。 （３） 网络某一部分的变化可

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 如果 ｉ 对 ｊ 变得更加利他， ｉ 会给 ｊ 更多的转移支付， ｉ 的消费将下降， ｊ
的消费上升。 因为转移支付， ｉ 的其他邻居的消费也会下降， ｊ 的其他邻居的消费也会上升。 这可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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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贫困人群的消费下降并使消费不平等程度上升。 因此， 利他网络的扩张可能会扩大或减少消费不平

等， 具体取决于扩张发生的位置。
（三） 后续理论研究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３９］对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７］的研究进行拓展， 引入随机收入， 探讨利他的

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人们所面临的风险， 利他网络是否有助于平滑消费， 以及这如何取决于网络结构。
研究发现， 利他的个人倾向于在富时给予他人转移支付， 而在穷时从他人那里接受转移支付， 从而降

低消费的变动， 并且这些影响取决于网络结构。 其研究分析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 当且仅当完美

的利他关系网络紧密相连时， 转移支付才能为任何随机收入都提供有效的保险。 每个人都必须像在意

自己的效用一样， 在意他人的效用， 并且这种牢固的利他关系必须间接地连接每个人。 当转移支付网

络连接不紧密时， 利他转移支付也可以为小规模冲击提供有效的保险。 第二， 如果效用函数满足恒定

绝对风险规避 （ＣＡＲＡ） 或恒定相对风险规避 （ＣＲＲＡ），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３９］ 能够算出任意冲击

造成的在均衡和有效消费之间的期望偏差的上下限， 当利他网络中的平均路径较短时， 非正式保险往

往会更有效。 此外， 反向关系通常也成立： 如果利他转移支付在群体内部产生了有效的保险， 则这些

群体必须是转移网络的弱组分。 因此， 对于较小的冲击， 非正式保险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

网络弱组分的数量和规模。 第三，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３９］根据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４０］的数据， 考

察了印度一个村庄的非正式借贷关系网络。 在同等收入下， 人的中心性与消费方差呈负相关。 因此，
在利他网络中居重要位置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少的消费变动。 其还考察了在网络内添加连接的影响， 发

现新连接会减少两个直接邻居的消费差异， 对间接邻居消费差异的影响则不明确。

四　 利他行为的实证研究进展

本部分对慈善捐赠、 公共品提供、 社会规范、 利他行为人等方面的利他行为实证分析进行综述。
（一） 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是利他行为研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 已有实证研究多探讨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

什么样的机制设计能够增加人们的慈善捐赠或分享水平。
Ａｎｇｅｒ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４１］以 １０７０ 名年龄在 ７ ～ １１ 岁的小学儿童为样本， 研究捐赠实验中的利他行

为与儿童风险态度和跨期选择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跨期选择的耐心会增加

捐赠水平。 同时证实了早期研究的结果： 在童年时期， 利他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女孩比男孩更利

他， 有哥哥使人更不利他。 Ａｇｅｒｓｔｒö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４２］设计了一个实验， 给大学生分发慈善组织的信

息手册， 并要求他们捐款。 实验发现， 传达社会规范 （例如 “大多数人是这么做的”） 增加了慈善捐

赠， 人们更可能遵循所处环境的本地规范， 而不是遵循超越了本地环境的全局规范。
一些研究探讨了企业家捐赠行为。 许年行和李哲 （２０１６） ［４３］ 发现出生于贫困地区的 ＣＥＯ 和早期

经历过 “大饥荒” 的 ＣＥＯ 所在的企业进行了更多社会慈善捐赠。 高勇强等 （２０１１） ［４４］ 研究发现， 企

业家的经济水平、 政治身份 （如人大代表） 和行业身份 （如工商联成员） 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捐

赠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但企业家的政党身份没有显著影响。 周怡和胡安宁 （２０１４） ［４５］指出企业家

政治信仰对捐赠行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余威等 （２０２０） ［４６］发现老区企业具有更强的捐赠意愿和

更大的捐赠规模， 董事长的老区成长经历能够促进红色文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戴亦一等 （２０１４） ［４７］

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显著增加， 并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

义上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 “政治献金”。
还有不少文献探讨机制设计问题。 人们通常会问一个问题： 经济激励是否会有效地促进人们采取

利他行为？ 可能直觉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也有很多研究发现经济激励反而降低了人们的利

他行为水平， 并试图给出解释。 Ｈｏｌｍå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９］ 研究了对没有能够让病人按时出院的护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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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施加罚款的效果， 发现罚款政策却导致病人住院时间更长、 医院成本上升、 医疗资源更紧张。 其认

为与不依赖金钱激励的制度相比， 基于金钱惩罚的激励计划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并将此解释为

金钱激励挤出人们内在的利他动机， 从而减少人们的利他行为付出。 Ｌａｚｅ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０］通过实验

发现两个现象： 允许被试规避要求分享的实验环境会大大减少分享的总量， 这揭示了不愿意分享的个

人的存在； 在对要求分享的实验环境进行补贴后， 分享的总量增加， 但是平均而言， 新进入者分享的

数量更少。 因此， Ｌａｚｅ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０］认为， 旨在吸引更多人分享的补贴政策的效果很弱， 因为这

类政策吸引了那些最不愿意分享的人。 Ｌａｃｅｔｅ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４８］通过美国红十字会 １４０００ 多个献血运

动的数据， 研究经济激励如何影响献血行为， 发现经济激励措施会大大增加献血人数和献血量， 激励

越大献血人数和献血量也越多， 但主要是由于那些没有资格献血的捐献者增加了， 而且还导致捐献者

不去临近的献血机构而转向那些提供奖励的献血机构。
Ｂｏｗｌｅｓ 和 Ｐｏｌａｎíａ － Ｒｅｙｅｓ （２０１２） ［８］ 认为， 经济激励和利他偏好可能是替代或互补关系， 这要依

照情况而定。 当激励措施对个人的利他动机、 道德规范、 为公众服务的内在动机等产生负向影响时，
即当二者构成替代关系时， 经济激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他们提出了 ４ 个解释经济激励对利他偏

好影响的机制： （１） 提供有关实施激励的人的信息； （２） 设定决策的情景并暗示什么行为是恰当或

有利的； （３） 抑制厌恶控制的人的自治意识； （４） 影响人们学习新偏好的过程。 因此， Ｂｏｗｌｅｓ 和

Ｐｏｌａｎíａ － Ｒｅｙｅｓ （２０１２） ［８］认为， 当考虑到这些挤出效应时， 公共政策必须能够产生纳什均衡的结果，
否则效果必然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其还证明， 准确设计的罚款、 补贴等政策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挤出

效应， 从而使经济激励和利他偏好构成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二） 公共品提供

大量有关公共品提供的实验发现， 许多人为公共或他人利益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自利动机可以解

释的程度， 与之伴随的现象则是搭便车行为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许多研究致力于解释这两个

现象， 比如合作下降可能是玩家逐渐学习到了搭便车策略造成的。 但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１９８８） ［２７］指出， 合作

在实验重新开始之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这是学习搭便车策略所不能够解释的。
Ｈｏｕｓｅｒ 和 Ｋｕｒｚｂａｎ （２００２） ［４９］重点解释了第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在所有人都有搭便车动机的公共

品实验中人们还进行合作。 理论上解释这种合作行为通常假设被试是 “糊涂的” （犯错或不理解实验

的激励）， 或者由于利他和互惠等因素。 其分析了这两个原因的相对重要性， 将标准公共品博弈中人

们的贡献与消除了利他和互惠因素的公共品博弈中人们的贡献进行比较。 为了消除利他和互惠因素，
Ｈｏｕｓｅｒ 和 Ｋｕｒｚｂａｎ （２００２） ［４９］安排被试与计算机分组， 并将此告知被试， 而且也告知被试计算机对公

共品的贡献与被试自己的行为无关， 被试没有机会通过合作来使自己或其他人类被试受益。 因此， 这

种情况下被试做出的贡献是 “糊涂” 造成的。 结果表明， 标准公共品博弈中， 大约一半的合作是

“糊涂” 造成的； 比起后几轮， 在前几轮实验中 “糊涂” 导致了更多的合作； “糊涂” 的减少可以解

释标准实验中所有合作的下降。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和 Ｇä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０） ［５０］将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 研究 “有条件的合作” 偏好和对他人

行为的预期如何影响合作的下降， 认为人们存在一种如果其他人合作自己也合作的偏好。 这种 “有
条件的合作” 是合作脆弱性的一个可能解释， 因为这种动机直接取决于他人的行为或预期的他人的

行为———有条件的合作者观察到或相信他人有搭便车行为就会减少自己的捐献水平， 从而加剧合作的

失败。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和 Ｇä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０） ［５０］发现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对合作的存续至关重要， 而且人们的

合作偏好有所不同： （１） ５５％的人是有条件合作者， 即如果其他人合作， 自己会合作； （２） ２３％的

人是搭便车者， 即不论其他人捐献了多少自己总是不捐献； （３） １２％的人是 “三角形捐献者”， 即自

己的捐献随着其他人捐献的增加而增加， 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自己的捐献随着其他人捐献的增加而减

少； （４） １０％的人不能归类。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和 Ｇä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０） ［５０］ 的主要结论为， 捐献减少的原因是人

们是 “不完善的有条件合作者”， 即自己的捐献仅部分匹配他人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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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社会规范和利他偏好的相对重要性逐渐引起了经济学者们的关注。
Ｋｒｕｐｋａ 和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０９） ［５１］通过一项实验分析社会规范对利他行为的直接影响， 检验了心理学中

有关社会规范影响的两个渠道： 首先是 “聚焦” 渠道， 即规范仅在吸引个人注意时才影响个人的行

为； 第二是 “信息” 渠道， 即人们观察到的别人行为与规范越一致， 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就越大。
Ｇäｃｈ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５２］设计了一个三人为一组的礼物交换实验， 先动者向两个次动者支付工资， 然

后两个次动者依次进行决策， 用于比较利他偏好和社会规范对同伴效应的影响。 研究观察到第二个次

动者的决策受第一个次动者决策的影响， 且用利他偏好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第二个次动者的决策， 而

非社会规范模型。
Ｈ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５３］ 研究了处于种姓制度顶层或底层位置如何影响对违反规范行为的惩罚行动

（通常认为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破坏规范行为是利他的）。 研究发现， 在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个人

表现出显著更低的意愿来惩罚伤害同种姓成员违反规范的行为； 低的惩罚意愿可能会削弱底层种姓人

群执行契约、 保护财产权和维持合作的能力。 利他惩罚可能会促进合作， 但也可能导致仇恨。 与 Ｈ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５３］ 相关的， Ｎｉｋｉｆｏｒａｋｉｓ 和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２０１１） ［５４］ 通过实验研究仇恨的威胁如何影响个人

进行利他惩罚的意愿， 发现实验参与者认识到了仇恨的威胁， 并通过采取防止仇恨爆发的策略来应对

这一威胁。
（四） 对利他行为人本身的研究

不同人群在利他行为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与年龄、 种族、 职业、 社交融合度等因素有关。 Ｌｉｓｔ
（２００４） ［５５］发现年龄和利他偏好有关。 Ｆｅｈ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５６］基于 ８ ～ １７ 岁的被试样本发现利他程度随

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Ｂｒａñａｓ － Ｇａｒ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５７］ 做了一个两阶段实验， 他们首先在一些本科生中

测出社交网络， 然后通过标准的独裁者博弈来衡量这些学生的利他偏好， 发现社会融合度更高的学生

更加利他。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５８］通过一个独裁者实验探讨护士专业的学生和房地产经纪人专业的

学生谁更利他， 发现尽管护士的慷慨度更高， 但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利他程度的不同。 Ｂｕｒｎｓ
（２０１２） ［５９］在南非公立高中生中做了一个信任实验来研究种族身份对信任的影响， 发现人们系统地不

信任黑人伙伴， 即使是黑人提议者也不信任黑人伙伴。 与黑人配对时， 非黑人提议者根本不参与策略

性互动， 黑人提议者与非黑人配对时进行交流的水平较低。 但公立学校种族多样性的增加促进了对黑

人伙伴的利他行为。
群体认同和人群相似度这两个相关又有差异的因素对利他偏好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注意。 Ｃｈｅｎ

和 Ｌｉ （２００９） ［６０］通过实验测量诱导的群体认同对社会偏好的影响， 发现被试对同群体的组员更加利

他。 具体地， 当被试与同群体的组员匹配时， 他们对慈善的关注增加了 ４７％ ， 而对嫉妒的关注减少

了 ９３％ ； 被试因组员的好行为而奖励组员的可能性高 １９％ ， 因行为不当而惩罚组员的可能性低 １３％ ；
被试更有可能选择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行动。 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６１］也通过一个公共品实验发现身份

认同对人们的捐赠行为有影响， 经历过团队建设的被试捐赠水平更高。 Ｍｕｓｓｗｅｉｌｅｒ 和 Ｏｃｋｅｎｆｅｌｓ
（２０１３） ［６２］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群相似度大大增加了人们实施利他惩罚行为的可能， 而后者是合作的关

键机制， 并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相似的人更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 而且这种相似性影响不能由群

体认同来解释， 因为群体认同对利他惩罚具有相反的作用。 Ｍｕｓｓｗｅｉｌｅｒ 和 Ｏｃｋｅｎｆｅｌｓ （２０１３） ［６２］ 还具体

证明了人群相似度以鼓励合作的方式促进了互惠。
（五） 其他研究

还有一些有趣的研究。 比如早期研究表明， 只有在偏好类型可以被观察到的情况下， 进化才会有

利于利他偏好。 但 Ｇａｍｂａ （２０１３） ［６３］的研究表明， 即使偏好不可观察， 利他偏好在进化上也可能是成

功的。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６４］在一个将借贷方与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相匹配的小额贷款网站上研究了团

队竞争对利他的借贷活动的影响， 发现加入团队的贷方比没有加入团队的贷方每月多贷出 １. ２ 笔，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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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设定目标和协调是增加团队利他行为的有效机制。 Ｂａｎｕｒｉ 和 Ｋｅｅｆｅｒ （２０１６） ［６５］使用印度尼西亚即

将进入私人和公共部门工作的 １７００ 名学生样本， 研究利他的社会组织中员工利他偏好和工资之间的

相互作用。 发现利他偏好更大的人工作更努力， 但是高薪工作吸引了有较低利他偏好的个人， 利他的

社会组织吸引了利他偏好更大的员工。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６６］ 构造模型估计得到代际利他的参数

为 ２０％—３０％ 。 Ａｓｈｒａｆ 和 Ｂａｎｄｉｅｒａ （２０１７） ［６７］引入利他资本的概念， 认为它是促进利他行为的原因之

一， 并可被政策所影响。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６８］发现人们做出的利他行为可以减轻人们身体上受到的

痛苦。 Ｇｌｕｔｈ 和 Ｆｏｎｔａｎｅｓｉ （２０１６） ［６９］发现人脑中不同区域的互动可以显示出人们利他行为是受到真正

的同情心驱动还是受到互惠动机驱动。
部分研究关注了人们的互相作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Ｆｏｗｌｅｒ 和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ｉｓ （２０１０） ［７０］通过公共品实

验发现一个人在未来与其他小组成员的互动中贡献的多少会受到小组初始成员贡献行为的影响， 这种

影响会持续多个时期， 并且会影响到三步远 （从人到人到人到人） 的小组成员。 也就是说合作行为

在人类社交网络中会被放大。 Ｍｅｅｒ （２０１１） ［７１］分析当募捐人与校友有社会关联时， 校友是否更有可能

捐赠或捐赠更多， 结果发现社会关联在捐赠决定和捐赠多少方面起着重要的因果作用。 此外， 如果募

捐人与校友有同样的特征 （如种族等）， 那么他的募捐要求就会更加有效。 Ｚｈａｎｇ 和 Ｚｈｕ （２０１１） ［７２］发

现群体规模会影响公共品提供。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结论

近年来有关利他行为的动机、 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早期理论研究假设互

动行为是简单的， 主要讨论几个人或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 最近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开始出

现 （Ｂｏｕｒｌè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７］， 这对理解人们的利他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比如每个人关心他人的社会

效用等同于关心他人的私人效用这一论断在存在复杂社会网络时是不成立的， 再分配政策的中立性不

是普遍的而是依赖转移支付网络的连通性 （事实上连通的转移支付网络是罕见的）。 实证研究方面，
学者们已经在慈善捐赠、 公共品提供、 社会规范、 利他行为人等方面对利他行为做了大量分析， 探讨

了许多重要问题， 对经济激励是否会有效促进人们采取利他行为发现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 （Ｂｏｗｌｅｓ 和
Ｐｏｌａｎíａ － Ｒｅｙｅｓ， ２０１２［８］； Ｈｏｌｍå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９］； Ｌａｚｅ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１０］）， 有助于深入认识涉及利他

行为的公共政策的理论机制及福利内涵。 在研究利他行为动机方面， 行为经济学者采用实验方法， 直

接利用被试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网络来探讨人们利他行为的动机， 区分了普遍利他动机、 针对特定人

群的定向利他动机和未来互惠动机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１１］。
（二） 研究展望

根据现有利他行为的经济学研究， 本文认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探索。
第一， 探讨社会网络动态变化与利他行为的关系。 现有研究多假设人们的社会网络是固定的， 但

这一假设明显与事实不符， 社会网络是动态的， 而且可能社会网络本身就是内生的， 比如转移支付行

为可能会带来社交亲密关系。 网络经济学对社会网络动态化已有较多探索 （ Ｊａｃｋｓｏｎ 和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７） ［７３］， 将社会网络的动态化纳入利他行为的研究框架中， 在理论上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第二， 实证和理论研究问题需要融合。 目前实证研究问题和理论研究问题有着明显区别。 比如行

为经济学对各种利他动机做了深入的研究， 人们可以从赠予中获得满足 （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１９８９［７４］；
Ｏｔｔｏｎｉ －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３１］ ）， 是定向利他的和普遍利他的 （ Ｌｅｉ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１１］； Ｌｉｇｏｎ 和

Ｓｃｈｅｃｈｔｅｒ， ２０１２［５］）。 但不同利他动机对形成利他网络有何差异、 在利他网络上造成什么不同影响等

问题都缺乏探索。 实证研究也需要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检验。 例如， 实证中能否发现个人收入冲击在

社会网络中扩散的证据？ 如果有， 扩散的速度有多快？ 利他网络如何影响人的风险动机？ 利他网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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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经典的风险共担动机相互作用？
第三， 缺乏中国情景下的研究。 现有研究利他行为的文献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的样本。 Ａｌｅｓｉｎａ 和

Ｆｕｃｈｓ － Ｓｃｈüｎｄｅｌｎ （２００７） ［７５］利用二战后德国分裂和统一的外生冲击来研究政治体制对人们偏好的影

响， 发现东德居民更赞同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政策， 更支持福利国家等理念。 也就是说人们的偏好、
态度、 理念等不是外生的， 是受制度影响的。 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深厚支撑下的

制度可能会对人们形成利他偏好产生正向影响， 中国情景下的利他行为研究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如再分配政策、 扶贫、 慈善捐赠、 医疗援助等， 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第四， 有关利他行为的现实问题值得探讨。 在解释现实问题方面， 利他行为研究仍有很大的空

间。 信息技术扩展了人们的社交网络，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可以建立关系， 甚至建立利他关系， 那么

这就涉及更多研究问题， 比如网络互助贷和互保产品是否像预期那样有效？ ２０２０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

中， 涌现了许多 “最美逆行人” 的感人事迹， 在大的社会危机发生时， 人们广泛的利他行为动机和

平时有差异吗？ 影响是什么？ 诸如此类现实问题都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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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８９（８）： １５４３ － １５６０．
［２９］ Ｇｒｏｎｂｅｒｇ， Ｔ． Ｊ． ， Ｌｕｃｃａｓｅｎ， Ｒ． Ａ． ， Ｔｕｒｏｃｙ， Ｔ． Ｌ． ， ｅｔ ａｌ． Ａｒｅ Ｔａｘ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ｒｏｗｄｅｄ － Ｏｕ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６（７ － ８）： ５９６ － ６０３．
［３０］ Ｙｉｌｄｉｒｉｍ， Ｈ． 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 － Ｇｌｏｗ Ｇｉｖ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４： １０１ － １０７．
［３１］ Ｏｔｔｏｎｉ －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Ｍ． ， 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 Ｌ． ， Ｘｉｅ， Ｈ． Ｗｈｙ Ｄ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ｉｖ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ｒ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１０７（１１）： ３６１７ － ３６３３．
［３２］ Ｌｉｎｄｂｅｃｋ， Ａ． ， Ｎｙｂｅｒｇ， 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Ｗｏｒｋ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２１（４）： １４７３ － １５０３．
［３３］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Ａ．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２４（４）：

１４４３ － １４６９．
［３４］ Ｌａｆｅｒｒèｒｅ， Ａ． ， Ｗｏｌｆｆ， Ｆ． － Ｃ．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Ｍ］ ／ ／ Ｉｎ Ｋｏｌｍ， Ｓ． － Ｃ． ， Ｍｅｒｃｉｅｒ － Ｙｔｈｉｅｒ， Ｊ．

（ｅｄｓ．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２００６．
［３５］ Ａｌｇｅｒ， Ｉ． ， Ｗｅｉｂｕｌｌ， Ｊ． Ｗ．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４）： １７２５ －

１７５８．
［３６］ Ａｌｔｉｇ， Ｄ． ， Ｄａｖｉｓ， Ｓ． Ｊ．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Ｓａｖｉｎｇ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 ８２（５）： １１９９ － １２２０．
［３７］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 Ｂ． Ｄ． ，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Ｋ． Ｉ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８８， ９６（２）： ３０８ － ３３８．
［３８］ Ｌａｉｔｎｅｒ， Ｊ．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ｎｅ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９１， ９９（６）：

１１２３ － １１４１．
［３９］ Ｂｏｕｒｌèｓ， Ｒ． ， Ｂｒａｍｏｕｌｌé， Ｙ． ， Ｐｅｒｅｚ， 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Ｒ］ ．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３１６４， ２０１８．
［４０］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Ａ． ，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Ａ． Ｇ． ， Ｄｕｆｌｏ， Ｅ． ，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４１（６１４４）：

３６３ － ３６３．
［４１］ Ａｎｇｅｒｅｒ， Ｓ． ， Ｇｌäｔｚｌｅ － Ｒüｔｚｌｅ， Ｄ． ， Ｌｅｒｇｅｔｐｏｒｅｒ， Ｐ． ， ｅｔ ａｌ．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１１５： ６７ － ７４．
［４２］ Ａｇｅｒｓｔｒöｍ， Ｊ． ， Ｃａｒｌｓｓｏｎ， Ｒ． ， Ｎｉｃｋｌａｓｓｏｎ， Ｌ． ，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Ｎｏｒｍ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５２： １４７ － １５３．
［４３］ 许年行， 李哲．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５１（１２）： １３３ － １４６．

·５１·



［４４］ 高勇强， 何晓斌， 李路路． 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 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 ４６（１２）： １１１ －１２３．
［４５］ 周怡， 胡安宁． 有信仰的资本———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Ｊ］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４， ２９（１）： ５７ －

８１， ２４３．
［４６］ 余威， 翁若宇， 陈秋平． 民营企业慈善行为中的红色文化因素研究［Ｊ］ ． 南方经济， ２０２０（４）： １００ － １１４．
［４７］ 戴亦一， 潘越， 冯舒．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 ———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４９（２）： ７４ － ８６．
［４８］ Ｌａｃｅｔｅｒａ， Ｎ． ， Ｍａｃｉｓ， Ｍ． ， Ｓｌｏｎｉｍ， Ｒ．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 Ｂｅ Ｂｌｏｏ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ｒｏ －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２， ４（１）： １８６ － ２２３．
［４９］ Ｈｏｕｓｅｒ， Ｄ． ， Ｋｕｒｚｂａｎ， 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 ９２（４）： １０６２ － １０６９．
［５０］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Ｕ． ， Ｇäｃｈｔｅｒ， 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１）： ５４１ － ５５６．
［５１］ Ｋｒｕｐｋａ， Ｅ． ， Ｗｅｂｅｒ， Ｒ． Ａ．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ｏｎ Ｐｒｏ －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３０（３）： ３０７ － ３２０．
［５２］ Ｇäｃｈｔｅｒ， Ｓ． ， Ｎｏｓｅｎｚｏ， Ｄ． ， Ｓｅｆｔｏｎ， Ｍ． Ｐｅ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Ｐｒｏ －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１１（３）： ５４８ － ５７３．
［５３］ Ｈｏｆｆ， Ｋ． ， Ｋｓｈｅｔｒａｍａｄｅ， Ｍ． ， Ｆｅｈｒ， Ｅ． Ｃ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Ｃａｓ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ｍ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１２１（５５６）： Ｆ４４９ － Ｆ４７５．
［５４］ Ｎｉｋｉｆｏｒａｋｉｓ， Ｎ． ，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Ｆｅｕｄ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７８（３）： ３１９ － ３３２．
［５５］ Ｌｉｓｔ， Ｊ． Ａ． Ｙｏｕｎｇ，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４， １１４（４９２）：

１２１ － １４９．
［５６］ Ｆｅｈｒ， Ｅ． ， Ｒüｔｚｌｅ， Ｄ． ， Ｓｕｔｔｅｒ， 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Ｓｐｉ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６４： ３６９ － ３８３．
［５７］ Ｂｒａñａｓ － Ｇａｒｚａ， Ｐ． ， Ｃｏｂｏ － Ｒｅｙｅｓ， Ｒ． ， 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Ｍ． Ｐ． ， 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Ｇ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０， ６９（２）： ２４９ － ２５７．
［５８］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Ｋ． Ｊ． ， Ｅｉｋａ， Ｋ． Ｈ． ， Ｈｅｌｌａｎｄ， Ｌ． ， ｅｔ ａｌ． Ａｒｅ Ｎｕｒｓｅｓ Ｍｏｒ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ａｎ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Ｂｒｏｋ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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